
第４２卷　第４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７月
Vol．４２　No．４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July,２０１６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xdsk．２０１６．０４．０２２

明代以来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
变化与民众习惯的变迁

吴 才 茂１,２

(１􀆰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２􀆰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５５６０１１)

摘　要:通过对明代以来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考察,揭示了明清时期契约文书在贵州清水江这一边

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使用情形.自明至清,清水江地区的契约文书书写格式经由了规范到灵活多变的过

程,同时亦多与地方社会文化相契合,颇具地域性、民族性的书写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契约文书的传播、使用

及书写格式的变化,反映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法律观念的增强和固有习惯的变迁,进而言之,即从“插草为界”

的“无法”习惯逐渐向“各具契纸”的“有法”习惯转变.而契约文书的传播和书写格式的变化,亦为观察不同地

域生活习惯变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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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与研究,至今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不可否认,利用契约文书进

行史学研究的成果跟不上契约文书搜集数量增长的步伐.陈支平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契约文

书的基本格式和内容大致相同,①可是,契约文书的格式和内容虽大致相同,却并非全然雷同,这需

要对在不同地域发现的契约文书格式和内容进行对比研究,方能判断其基本格式的雷同与细微的

差别.由此分析出其异同背后的不同地域的民风习尚之演变及其社会文化特征,是值得期待的.
然而,目前对契约文书格式的研究成果中,多集中于法律史层面的考察,对书写格式本身变化的研

究甚少,②仅阿风在«宋代以来中国土地买卖文书书写格式的变迁与地域差异»一文中概述性地分

析了宋代以来书写格式的变化和抽样了各地区的书写特点.[１]９４２Ｇ９７０至若把契约文书传播、书写格式

之变化与地域社会生活习惯变迁联系起来并赋以社会文化史视角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近五十年以来,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清水江地区,发现了大量明代以来的契约文书,这批近

３０万份的契约文书,以林业契约和土地买卖契约为大宗,也多有阴地阳宅买卖契约、租佃契约、佃

①

②

陈支平归纳的原因一是民间契约文书有着太多的雷同,二是观察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单一化.同时,他也从“用多学科的视野

考察民间契约文书的丰富内涵;把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与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开展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的比较

分析”等三个方面来论述开拓契约文书研究的新局面.,参见陈支平:«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

有关民间契约文书书写格式的专门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有:(日)山田信夫:«ゥィグル文贷借契约书の书式»,«大阪大学文学部

纪要»,第１１期,１９６５年,第８７Ｇ２１６页;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阿风:«明代徽州批契与其法律意

义»,«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版;张研:«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

写程式的考察与分析»,«清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唐红林:«中国传统民事契

约格式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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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种杉分成合同、婚姻契约、分家文书、结盟款约、禀稿、刀笔书、诉讼文书、判决、官府文告等,并呈

现出归户性、民族性、地域性、完整性均极强的特点,是我们重新认识清水江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史

料基础.[２]而契约文书的传入与书写格式的变化,既是我们观察清水江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之

一,亦为窥究汉族移民与苗、侗等少数民族互动与融合的重要窗口.本文正是基于此而展开的研

究:首先考察契约文书在清水江地区的传播情形;接着分析其书写格式与内容的变化;再透过这些

变化来反映少数民族法律观念的增强和固有习惯的变迁,即由“插草为界”的原始所有权观念向接

受“令契承业”的王朝律法方向演变.

一、契约文书的传播

契约文书这一广为流传的私文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民众使用由来已久,一直以来也被认为

是民众日常物权交换、保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履行的主要工具.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及运用

情况,前贤已有研究.譬如,杨国桢就论述了清代土地契约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情况,主要

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关系向汉族地区看齐的发展趋势”,并以“汉族地区封建地主制下的土地契

约在兄弟民族地区的推广和运用”[３]３８０作为突出表现来论述,同时也以实例说明了清代广西地区使

用的契约文书在“买卖习惯、契约格式和用语,均与他省雷同”[３]３８３.张传玺强调了后进民族地区的

契约文书反映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譬如奴隶社会、封建领主制等)”[４]２０.陈瑛珣则发现清

代台湾契约文书因为社会条件与闽南社会有异,书写内容与格式、用词有地方化的倾向①.但均未

能就契约文书传播过程及其对地域社会生活习惯之影响做深入阐释.
明清时期的清水江地区,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动与广西相似,从明代建立卫所网络到清代的改

土归流,均给这一封闭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汉文字的传播,影响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举凡刊碑立约、建祠修谱、物权确立、日常交易,无不与汉文字产生了密切的联系.那么,在
“凡要约无文书、刊寸木判以为信”[５]卷四􀅰蛮夷,p６５０的苗族地区,契约文书是如何传播和推广使用的?
若就契约文书论,目前在该地发现最早者为成化二年(１４６６)的一份耕种抛荒屯田合同,契文如下:

　　永安乡□□□□人年细仔□,洪武二十二年□□□当军随营住坐,田地抛弃天顺六年回籍

寻认产业有亲□里长等□□□□□□遗下隐徭役.后主□□□□邦礼、覃必亮,备情具告本

县,蒙饬扎差里长粟泰隆、老人梁漫书以凭.本甲人等指□□□□文□等,当官退出,前后田地

与□□□□白就.凭里老传砧人等,立写合同,转批与本管里长粟文海、江耕种,秋粮米壹石陆

斗柒升□□□是纳.立写合同二纸在后,再不许□□□□田,开写土名于后.
一处□枝竹标脚田,计种贰斗伍升,至□□.一处宝麦田,计种贰斗,下至坡.
一处寨脚田,计种贰斗伍升,抵梁□□.一处板溪田,计种壹斗,抵□□.
一处勤文头,计种叁斗五升.
一处林田,计种肆斗,抵覃恩保田.一处门首田,计种壹斗伍升□□□.
一处庙脚水塘三口,抵田.一处大长冲,计种贰斗□□□□.

□□壹石三斗伍升,秋粮米壹□□柒升.
成化二年八月初□日.
情愿立写〔合〕同人:粟文海(画押)、粟文江(画押)
里老:粟泰隆(画押)、梁琼方(画押)
团邻:梁□仕(画押)、杨通行(画押)、梁幸丑(画押)

① 参见陈瑛珣«比较清代闽、台、番三类妇女在契约文书中的地位»结论部分,台湾侨光技术学院“第一届通观洞识论文研讨会”

报告论文.兹据陈瑛珣:«从清代台湾托孤契约文书探讨闽台女性财产权的变与不变»,«闽南文化研究———第二届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

集(下)»,福建泉州:２００３年,注释１７,第１１９１Ｇ１１９０页.



□甲:石彦厅(画押)、张全(画押)、粟胜梁(画押)

　　梁通(画押)、贺光海(画押)
依口书人:梁贤景(画押)
批管①

此份合同尽管因年久穿孔多处,丢失了一些重要讯息,但其书写格式却保持完整,与明代通行

日用类书中收入的“契式”并无质的差别.② 当然,我们亦可从中得知,粟文海、粟文江耕种之地,实
为军士抛荒屯田.

事实上,契约文书在清水江地区的传播和使用,明代卫所军事移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

于明清时期贵州东部地区汉移民增多的情况,唐陶华于１９３９年曾对此做过专门的田野调查:

　　八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与罗主任茂先谈本地开发情形,兹就其言记录如下:汉人来此,约分

两批,明初为一批,清朝咸、同年间又一批.其他零星来此,时期不计,或难民,或居官,或经商,
或从军,或充军.[６]８８９００

所谓“明初为一批”,应主指卫所军士,因明初在清水江地区布控了严密的卫所系统.洪武时期

共置五开、兴隆、镇远、偏桥、清浪、清平、平溪、古州、铜鼓等九卫,卫所军士达五万余人.从目前对

卫所后裔集中居住的隆里(旧称龙里,即龙里守御千户所所在地)和新化(新化守御千户所所在地)
两地的田野调查可知,卫所里的民众有大量使用契约文书的情形.③ 而当２０１２年７月我们前往隆

里所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时,在与隆里所相邻的苗族村落———华寨村(旧称扒寨)
收集到了契约文书３６件,发现自称与周边“老死不相往来”的隆里所人就有佃种该村落的田土,并
书立文书如下:

　　立典田字约人扒寨龙君和.为因缺少用费无出,自愿将先祖遗下之业,坐落土名后徐皆秧

田一坵,约谷陆石,请中出典龙里先生王家猷名下承典为业.当日凭中议价市洋壹佰元整,亲

手收足应用,其市洋字〔自〕典之后,言延秋收,称脚谷贰百斤整,不得短少,如有少,者〔则〕任从

典主耕种管业.恐口无凭,立此典字为据.

　　凭笔、中:龙君凡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立④

该份由苗族人与卫所后裔的汉族人签署的典契,尽管我们未知是谁事先要求使用契约文书,但
从书写的文字而言,却是汉文字,而作为内地迁来的卫所军士后裔,自然是使用汉文字的主要人群,
周边苗族人群,认同汉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书,显然是接受了这种使用契约文书的习惯.另外,隆里

所人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村落的互动中,他们亦曾不断地使用各种文书处理日常事务.为示说明,兹
举一纸认错字如下:

　　立挟嫌妄阻字人隆里所王治浩、治泽弟兄二人.情因于嘉庆十五年,错阻加室寨姜佐兴之

血侄姜松乔污漫溪之木,松乔年幼,佐兴出身上城,在开泰县主李具控我弟兄一案.蒙差提讯,
审得我弟兄情亏理屈,山场杉木当堂尽断与姜佐兴、姜之琏、姜松乔叔侄管业.其所砍之木,系

①

②

③

④

该份文书原件原藏于贵州省天柱县档案馆,经天柱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秦秀强先生的帮助,笔者始得见文书数码照片,谨致谢枕.

有关明代民间日用书写契约文书的各类样文,参见(明)徐三友:«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卷二十四«诸般体式

􀅰文契体式»,万历二十五年收入酒井忠夫监修,坂出详伸、小川阳一编:«中国日用类书集成»,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６Ｇ４１１页;

(明)余象斗编:«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卷十七«民用须知􀅰文契类»,万历二十七年刊本,收入酒井忠夫监修,坂出详伸、小川

阳一编:«中国日用类书集成»,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７Ｇ１８１页.

据王宗勋和张应强对锦屏县档案馆藏４０００份契约文书的统计,有４％来自卫所后裔居住地隆里和新化.参见王宗勋,张应

强:«贵州省锦屏县民间山林契约简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２４期,２００１年７月,第１１页.

该份文书为贵州省锦屏县隆里乡华寨村龙景高家藏契约文书之一,笔者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上午至其家进行访谈,获赠其藏

全部契约文书数码照片,并蒙授权用作学术研究,谨致谢枕,同行有笔者的同事王健博士、学生史露、赵跃、王家萍、岑广翠、陈盼盼、赵科

龙等人.



姜姓拖放发卖,我弟兄并无系分,叛案昭然.后归家,我弟兄复行阻号.佐兴欲上城禀报,我弟

兄见事不谐,请中于内苦留,自愿立有错阻字样与姜姓柄照.又于嘉庆十七年五月内,姜佐兴、
之琏将本名污漫溪之木发卖,客人生理,砍伐下河,我弟兄又胆将佐兴、之琏之木阻号.二比请

中理讲,我弟兄无理可答.佐兴云:光天化日,何得妄行油火再三阻号.佐兴欲执前所书之错

阻字赴官,中等于内排解,我弟兄原系挟嫌妄阻,自知罪累.今再立此挟嫌字样,日后再行不敢

妄行滋事、籍故生端,如有此情,任从姜佐兴叔侄执字赴官,自甘领罪.恐后无凭,立此挟嫌妄

阻字样,姜姓存照.

　　凭中:吴秀忠、彭守道、范正邦、陈吉星

嘉庆十七年八月十三日亲笔治泽立.[７]１６４

显然,隆里所人王治浩、王治泽兄弟,在与加室寨(属传统苗寨)姜佐兴叔侄的争端中,就多次以

认错文书作为平息争端的手段.到此,我们似可断定,契约文书的使用习惯最早即是由卫所官兵,
从汉族地区携带往其镇戍之地,进而使用开来的.若需旁证,贵州著名的安顺卫所屯堡之一———吉

昌,亦有集中反映.[８]因此,明代卫所制度于边疆社会之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把包括契约文书在

内的日常使用频繁的汉文字及其载体带到边疆之地,便是其中之一.
第二类传播契约的人群,则是自发的汉族移民群体.明清时期,清水江地区有大量的非军事移

民迁入,所谓“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９]４６６的移民景象,多被提及.而

更精确的数据,来自李中清对贵州３４万汉族移民的分析,他发现大多数移民系以雇工的身份迁徙

而来,渐渐地,这些雇工中的一部分上升为佃农,并最终发展为地主,其家庭亦随之不断壮大,并移居

山下.[１０]３２７Ｇ３３５这与清水江文书中山林租佃契约所反映的事实相吻合,谓予不信,请看以下２份文书:

　　(１)立租栽杉人会同县唐玉周.今问到文堵〔斗〕下寨李明忠、姜映翔、映飞、九唐、福绞名

下山场,土名加池塘山一块.其山言定栽杉,三年成林,恐有不成,佃主自栽,不得异言.日后

栽成,二股均分,栽手一股,地主一股.今恐有凭,立佃栽杉租是实.
外批:合同未分,每年租烟四斤.
代笔:阳绍伦

凭中:姜绍文、廷珍

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立[１１]３３

(２)立卖杉木山场约人江右唐万宗.为因缺少本银,自愿将今得买姜腾芳、文干名下杉山,
地名皆研,作十二股分,二人占二股半,出卖与姜之模名下承买为业.当日三面议定价银四两

六钱正,当日银契两交,分厘无欠.其杉山自卖之后,买主管业,卖主不致异言.今欲有凭,立

此卖契存照.
外批:此山场姜之模、老凤二人共得买

凭中:姜之桢

代笔:唐万明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一日立[１２]１８

从(１)可知,湖南会同人唐玉周到文斗寨租土栽种杉木,具有佃农的身份.而(２)中的江西人唐

万宗,尽管在此我们不知其身份的转换过程,但从卖契内容可知,他先是从姜腾芳、姜文干手中买得

股份,然后因为缺少“本银”,便转卖与姜之摸.从“缺少本银”四字,似亦可知,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买股份或田土之过程.在不断的倒腾买卖中,其身份亦逐渐地由外来移民实现了向在地地主的转变.
其实,上述移民事实亦颇与民间文献尤其是族谱的记述相吻合,据清水江下游天柱县所遗存下

来的清代族谱可知,天柱域内汉族移民以姓氏先后迁入,归纳起来,有如下记述:北宋迁入有陈姓;
南宋迁入者有吴、蒋、杨、龙四姓;元代迁入者有杨(与宋代迁入不同支)、龙(与宋代迁入不同支)、
潘、刘,袁、彭、罗等七姓;明代迁入者有周、欧阳、胡、龚、张、肖、尹、鲍、梁、欧、姚、乐、郑、舒、谢、姜、



谭、游、陶、伍、宋、全、秦、孙、唐、王、明、粟、陆、徐、黄、曾、姓、朱等三十四姓;清代迁入者有何、姚、
石、林、苏、丁、蒲、万等八姓.① 更为重要的是,汉族移民群体的到来,在其垦殖过程中,使用了大量

的契约文书.在民间故事里,就多有汉人利用契约文书中的文字断句游戏而“豪夺巧取”了很多苗

人土地的故事,以致明清王朝的史书里称其为“汉奸”.譬如徐家幹游历了清水江流域之后曾这样

记述道:“苗疆向有汉奸,往往乘机盘剥,凡遇有青黄不接之时,则以己有者贷之,如借谷一石,议限

秋收归还,则二石、三石不等,名曰断头谷.借钱借米亦皆准此折算.甚有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

田产数十百金者.”[１３]３１１所以,清王朝很早就特别注意对“汉奸”惩处,例如乾隆二十年六月贵州按察

使赵孙英曾就治理贵州苗疆办法说道:“新疆苗民较淳于旧疆,治之之法,在严惩汉奸,或入苗寨唆

讼,或 种 苗 地 久 占,或 开 店 诱 为 盗 贼,似 此 不 法,有 犯 悉 递 原 籍,则 蠡 去 而 苗 安

矣.”[１４]卷六八九􀅰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丙子条７１４至道光六年,贵州巡抚曾委员逐细编查各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

共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七户;佃种苗人田土,客民共一万三千一百九十户;住居城市、乡场及隔属,买、
当苗人田土,客民一千九百七十三户.并居城市、乡场,买、当苗民全荘田土,客民及佃户共四千四

百五十户”[１５]卷一􀅰总叙１０.如此众多的人群到贵州买、当苗人田土,契约文书的运用是其中主要的交

易媒介,现今清水江地区数以十万计的契约文书被发现,即是明证.而契约文书在传播和使用的过

程中,其书写格式却呈现出多元化与地方化的变化趋势.

二、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变化

清水江文书作为西南地区的文书群,对其基本格式的研究尚付阙如,然这一基础性的饾饤之

学,对于全面而准确地理解整个清水江地区的契约文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兹就清水江文书在

明清不同时期所呈现的细微变化,归述如下.
其一,“签署日期”与“凭中”、“代笔”等人群顺序的变化.明清时期,契约文书的签署日期在“凭

中”、“代笔”等人群之前,这是明清时期日用类文书中有关“契式”最为明显的书写顺序.例如乾隆

二十五年福建官府制定颁行的“卖契式”即如是.[３]３４Ｇ３５在清水江地区,现存明代的契约文书,遵循了

这一书写顺序.但到了清代,这一顺序变为“凭中”、“代笔”等在“签署日期”之前,日期书写在最后

一行,这无疑是一直观而显著且不同于内地其他地域(比如徽州、闽粤、江浙)契约文书的书写格式.
其二,明代清水江地区的契约文书,物产出卖人有完整的“贯”,即家庭住址讯息.契约文书常

如是开头:“贵州黎平府湖耳司蛮夷长官管辖地崩寨苗人吴王保、同弟吴艮保、吴老二、吴老关、吴老

先等”、“黎平军民府亮寨蛮夷长官司管下登寨立断租禾纹约人潘贵银”[１６]９９Ｇ１００.这与明代日用类书

的“契式”和清代官方颁行的“契式”是一致的.但从明代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开始,清水江地区就已绝

少见到出卖人住址的书写格式.[１７]４９这一变化,过去认为是清水江为一封闭的世界,交易双方距离

较近,毋须写明住址.然而,在清水江文书«龙新连南岳庙茶山断卖契»[１６]３４中,交易圈亦有扩大至

湖广宝庆府者.事实上,明清时期,随着清水江木材贸易市场的确立,经济交易圈已远远超出了本

县、本省之范围.[１８]２５Ｇ４４现在的问题是,何以“贯”的讯息就隐去了呢? 从目前掌握的资讯来看,还是

深受内地契约文书书写习惯的影响.因为在徽州文书中,晚明以后的契约文书,家庭住址亦多省

去.[１９]值得一提的是,晚清以后在四川地区流行的«写约不求人»,共收入“打店子文约式”、“抚子文

约式”、“借钱文约式”、“佃房文约式”、“佃水田旱地文约式”、“投师文约式”、“舍白文约式”、“请工文

约式”、“合伙文约式”、“讨坟地文约式”、“买阴地文约式”、“卖房基文约式”、“打青山文约式”、“拖约

式”、“当田房屋基地文约式”、“水田旱地房屋基地铺面定约”、“永杜后患文约式”、“拦留文约式”、
“写戏文文约式”、“包管文约式”[２０]１２３Ｇ１２８等２０种“约式”中,亦无家庭住址的资讯.

① 这里只录不重复之姓氏,因为在这历史长河中,同一姓氏在明清时期也再有迁入者,或者迁出又迁入者,参见杨德润编:«天柱

县民族􀅰姓氏􀅰村镇􀅰文物集成»,天柱县文体广播电视局２００７年内部印刷本,第３６６Ｇ３８２页.



其三,清水江文书的抬头.明代完全符合阿风的研究结论,即“皇帝年号抬头顶格”[１]９４７,绝少

出现变化者.但到清代乾隆年间,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年号中出现了抬一个字或两个字的

书写习惯,尤其从道光年间开始,此类契约出现得越来越多.[２１]５２到民国时期,另一个明显的变化

是,开头首句“立”字抬头,甚至“立断卖田”四字抬头的现象也开始出现.[１６]２１５,２１８,２３６Ｇ２３９而承买人单独

成行及姓氏抬头也多有所见了.[１６]９０Ｇ９２,２１１Ｇ２１４显然,契约文书的书写,已经向灵活多变的方向演变.
其四,清水江文书出现了地方化与民族性的书写特点.一是四抵的表述.在明代,交易标的物

的四至表述中,只有“东、西、南、北”四种方位,即“东抵”、“南抵”、“西抵”、“北抵”.到了清代,基本

被“上、下、左、右”所取代,即写作“上凭”、“下凭”、“左凭”、“右凭”.二是计量单位.因“山头地角,
高下田邱,方圆大小阔狭形式,悉依地而成,不能以丈量计亩”,所以“苗民置产,惟计田几邱,收禾若

干把,或计收获若干斤,以登券据”[２２]３４１.由此可知,清水江地区不得不放弃一般地区以顷亩为计算

赋税单位,而采“坵”、“块”为单位来计算“田”与“山林”.而计算收成或税收单位则有常规的“石”、
“斗”、“升”、“合”,也有“担”、“擔”、“挑”、“称”、“碗”,还有地方与民族特用的“禾”、“把”、“边(稨)”、
“卡”,等等.当然,这与苗人、侗人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清水江地区苗、侗人群的传统粮食作物是

糯稻.乾隆«清江志»有载:“诸苗则种糯,五月栽插方完.稻谷九月内可以尽刈,诸苗之禾则须十

月.其收时,以手摘,谓摘禾;以索缚之,或谓之把,或谓之编”[２３]卷一􀅰气候３６６.在契约文书中,一般称

“编”、“稨”或“卡”,书写习惯上多用“边”或“卡”.“卡”的写法是两个“手”并立,或上面为“加”,下面

为“手”,都是两手禾穗用草索编在一起的意思,与“边”的含意相同.因此,有关田土与收成的计量

单位成了清水江文书最具地方化书写的表现之一.
其五,画押的变化.通常而言,契约文书的签署,都需要凭中和代笔人出面,其签署顺序从右到

左多为中人、代笔、立契人.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清水江文书如阿风指出的那样,立契人没有

署押的现象很常见.[１]９６１二是在清水江文书中,出现了“画字人”,尤其在嘉庆、道光两朝特别注重履

行“画字”程序.譬如«龙之用冲得献茶山断卖契»:

　　立断卖茶山杉木核桃约人龙之用.为因缺少用费,无处出息,自愿将到名下受分祖业,坐

落地名冲得献茶山一块,上凭路、下凭冲却,左右凭领,四至分明,凭中出断与伯父大儒名下承

断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议定断价银陆两贰钱整,亲手领回应用.其山自断之后,任从银主将山

耕管.如有外来不清,在于卖主理落.恐后无凭,立此断约一纸,永远发达,存照是实.
凭证:族叔明章(画押)
画字人:大权(画押)
代书:族叔大学(画押)
嘉庆贰拾叁年五月初五日立[１６]１１

画字在清水江文书中,多写作“画字”和“画字人”,亦有写作“中吃画字”者.高聪与谭洪沛解释

说,画字人主要起到证实当事人亲自履行画押手续的功用.[１６]９９而张研根据湖南、安徽、江西的案

例,有如下解释:在写契、过割、交庄时,卖主及其亲房族属全部到场拿“画字银”、“画押钱”.画字签

押,一方面实际表示放弃自己对买卖标的的权利,对买主购买土地没有异议;另一方面从土地权利

人的角度认证此交易的合法和新业主的土地权属.“画字银”、“画押钱”正是对其“认证”新的土地

权属的酬谢.[２４]清水江文书中的画字人之作用,显然应如是.因为清水江地区深受安徽、江西、湖
南文化的影响,在木材贸易鼎盛的嘉庆、道光两朝,正是这一影响达到顶峰之时.而画字人在契约

文书中的大量出现,恰好说明了清水江地区土地权属的重新确立方式,已经接受了安徽、江西、湖南

“乡规”、“乡例”,并把它引入到契约文书的书写格式中来.惟需注意者,清水江地区并非全都是卖

主及其亲房族属全部到场拿“画字银”,常常一人参与即可,如上述龙之用与其大伯龙大儒的这次交

易,参与者即为龙大权.并且从内容亦可发现,清水江地区即便是房族内部的土地权属重新确立,
也引入了这一书写格式.换言之,无论是与外族的权属交易,还是房族内部的买卖,涉及土地权属



的重新确立,均需要画字这一程序.
其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水江文书的书写格式中,从乾隆年间开始,画押成萎缩之势,尤

其到道光及以后,甚至发展到凭中、代笔等都呈现出减少趋势,一些契约文书至少在书写程式上,已
见不到“中人”、“代笔”等具有见证人身份的踪影,即所谓“无中人”现象.我们以张应强和王宗勋编

辑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做抽样分析.① 在７３４４件断卖契约中,有８８９件无中人参与.从时代分布

来看,乾隆１８件、嘉庆４１件、道光１０４件、咸丰１６件、同治２３件、光绪１０８件、宣统３９件、民国５４０
件.这种从“当日三面议定价银”到“当日二比议定断价”②的变化,足以说明清水江文书的书写与

签署,更加灵活多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清水江文书书写的用语,明代极为规范,即高聪与谭洪沛所论“格式典雅庄

重”[１６]１５.事实上,其时文书开始传播,书写均临摹“契式”,变化自是极小.但随着时代愈后,契约

文书书写逐渐娴熟,创新运用开始,用词地方化的倾向就愈加明显.当中尤应注意者为汉语记苗

音、侗音及其相互混用的特殊书写情况,具体言之有三:一是汉字记苗音或侗音;二是半汉半苗或半

汉半侗意译与记音混用;三是汉语径译苗语或侗语.[２５]凡此均反映了清水江文书书写中多元化的

语言文化生态现象,亦凸显出侗、苗、汉民族聚居融合的特点.

三、从“插草为界”到“各具契纸”的习惯变迁

明代以来,清水江地区不仅大量使用了汉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书,而且出现了书写格式具有地方

性、多元性、民族性的变化,但无疑均接受了汉族民众的契约文书书写习惯.然而,更为重要的是,

契约文书作为重要的“私籍”,既是确认权利的重要证据,又是作为书证提交到法庭的重要证据.③

清水江地区民众接受并使用契约文书的同时,重视其保存,显然与此有关.换言之,清水江地区契

约文书的大量使用和保存,显示其地经历了从“插草为界”的“无法”习惯向“各具契纸”的“有法”习
惯转变的历史变迁过程.

清水江地区,自司马迁时代到明代,一直处于朝廷及其士子文人的视野之外,具体的生活状态

并未为外界所熟知,因而到顾祖禹在论及贵州形势利害时,仍说:“贵州之地,自唐宋以来通于中国

者,不 过 什 之 一 二. 元 人 始 起 而 疆 理 之,然 大 抵 同 于 羁 糜 异 域,未 能 革 其 草 昧 之 习

也”[２６]卷一百二十􀅰贵州方典纪要序５２３２.即便再晚近的魏源,也仅知道清水江为“沅江上游,下通湖广,上达黔

粤,生苗居其上,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穴”[２７]２８８.光绪年间修撰地方志书时,尚有该地苗人“虽通汉语、

不遵文教、刻木为券、剁木为誓”[２８]卷十上􀅰艺文志４７２的表述.直到唐陶华于民国２８年(１９３９)所做田野调

查时,尚有如下记录:

　　明末天启年间,遵义土司奢崇明作乱,敝族祖宗随军讨奢崇明至遵义,旋至定番,因家焉.
罗氏有十子,年老时,谓曾游历至藕溪,(在今龙里第二区),其地大可开垦,命其二子往寻之,不

获,回以各种记号告之,乃得,因命其二子家焉.时清康熙年间也.是时其地全未开垦,亦无人

占领,乃插 草 为 标,以 示 所 有 权 之 范 围.至 今 凡 有 三 四 十 户.田 地 之 有 契,始 于 乾 隆 年

①

②

③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共３辑３３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版),收录自清代以来清水

江地区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等,计有契约文书１４９８７件,其

中断卖契约７３４４件.

民国十四年«龙兴桃洞头虾蟆形地拨换契»表述为“二比商妥”,民国二十年«杨昌枝大路坎下池断卖契»表述为“对面言定”.

分别参见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８１,４１５,４２９页.

在徽州地区,无论是官方的户口与土地册籍、府县志书、执照、诉讼卷宗等公籍,还是契约、合同、族谱等私籍,都可能作为书证

而提交到法庭,参见阿风:«公籍与私籍:明代徽州人的诉讼书证观念»,«徽学»,第八卷,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２－３９页.事实

上,在逐渐受汉文化影响至深的清水江地区亦如是,契约文书成为人们面对审讯最重要的呈词.参见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

社会史辑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期,第１６７３页.



间.[６]８８８９９Ｇ８８９００

该口述资料显示,贵州当地契约行为迟至清乾隆时期才有,在此之前是“插草为界”.其表述存

在不同程度的错误,但此种误传和现象,即便今天,尚多有遗存,以致现代法律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

中,多有“埋岩”、“芭茅草”[２９]２４Ｇ６２,１３３Ｇ１３９一类的成果.
但是,从明代开始,清水江地区就开始大量使用契约文书的事实却毋庸置疑.贵州苗族大量使

用林业契约,虽然这些契约文书是用汉字书写的汉文数据,却是在苗族内部所签订的契约文书.契

约签署之际,也就意味着苗族民众成为货币经济活动中的一员.陈其南曾解释契约关系显示出个

人主义的概念,认同契约订定模式,相对地也就确认这整个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３０]７而事实上,清
水江地区随着“红契”被逐渐被发现,我们知道人们至少从明代中期就开始接受明王朝有关财产权

的法律登记.[１７]到了清代,尤其是雍正五年(１７２７)规定:“苗民地亩多恃强侵占,以致互相仇杀,应
令各具契纸,开明四至,官给印信,俾永远承业”[３１]卷五十四􀅰雍正五年三月甲寅条８２７,以及加上“汉民错处其间,
历年久远,苗产尽为汉有,苗民无土可依,悉皆围绕汉户而居,承佃客民田土耕种,昔日之苗寨今尽

变为汉寨”[３２]卷六􀅰镇远府１７６Ｇ１７７的事例愈来愈多之后.不管是外来移民,还是苗人,使用契约文书的范围

进一步加大.这对原有“插草为界”的物权持有习惯冲击甚大,出现了凡事均需正式书写契约文书

的生活习惯[３３].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清水江文书中,“白契”占据９３％以上的比例[３４],但民众在使用契约文书

时,为了防范日后纠纷的发生,其在文书的书写以及程序设计上,都做了充分的考虑.譬如乾隆二

十五年(１７６０)的一份分关文书就这样写道:

　　立清白分关人姜吉祥、上贤、士凤、启才、富宇、凤宇、和宇、得中、文学、文佐等.为因众

□□买得污革、□石、千石三处山场.□□卖空,倘山内存落脚木根数枝,三阄均分.遗山不

载,俱系荒地,我三阄同心公议,将此三处山场分平均分,照字研勿,当天发誓,并不反悔.哪阄

异言,执字鸣官,自甘祸罪.[２１]６

在这份文书里,尽管不见证人的参与,也未经加盖官钤,但他们在契约中加入了“哪阄异言,执
字鸣官,自甘祸罪”的表达与设计.从乾隆年间开始,这种把官府做为监控的影子写入契约文书的

事例愈发增多.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契约文书的大量使用之后,不仅书写格式在发生着地域

化、多元化的变化,而且还引起了当地固有风俗习惯开始改变,例如关乎地方稳定的纠纷解决习惯,
就由“理讲”、“鸣神”风俗开始向有法可依的“鸣官”方向演变[３５]２６９Ｇ２８９.事实上,“无中人”契约文书和

“白契”的大量盛行,还使清水江地区出现了另一种习惯,即在社会伦理维系下的经济交往习惯得以

发展,形成了村寨———家族共同体的经济圈[３６].
而从画押格式的变化来看,在明代的清水江文书中,就极为规范地使用了契约文书的画押程

序.譬如锦屏县偶里乡九南寨«吴王保石榴山冲荒地卖契»:

　　贵州黎平府湖耳司蛮夷长官管辖地崩寨苗人吴王保、同弟吴艮保、吴老二、吴老关、吴老先

等.为因家下缺钱使用,无从得处,情愿将到自己祖业管耕一处,土名石榴山冲狂野荒地一冲,
请中问到亮寨司九南寨民人龙稳传名下承买为业.当日三面言定议值价钱,吴王保、吴艮保名

下银壹两柒钱,吴老二、吴老关名下一股壹两柒钱,一共叁两肆钱整,入手回家应用,去讫外.
其荒地,东抵石榴山,南抵大王坡,西、北抵溪,四至分明为界.断粮浚卖,任从买主子孙开荒修

砌管业,再不干卖主之事,亦无房族弟男子侄争论,二家各不许憣悔,如有一人先行憣悔者,甘

罚生金三两、白水牛一只入官公用,仍旧承交.今恐人心难凭,立此文卖子绝文约,永远子孙收

照用者.
吴王保名下多银叁钱正

嘉靖叁拾伍年十一月廿三日

立约人:



吴王保、吴艮保共画字一钱七分

吴老二、吴老关、吴老先共画字一钱七分

龙详保画字壹钱整

堂亲:龙锡保(画押)、吴王保(画押)
同弟:吴艮保(画押)
同侄:吴老二(画押)、吴老关(画押)
同男:吴老先(画押)
引进中:尚金台(画押)
中证:龙传勇(画押)
寨老:龙传亮(画押)
代笔人:陆国用(画押)
同见人:陆进银(画押)、杨正富(画押)
天理人心,永远子孙收执用者[１６]９９

诚然,从明代中期一直到近现代,画押的格式呈现出多元的变化趋势,甚至还出现了“无中人”
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直到１９８８年天柱县地湖乡佑家寨的«培修喉咙塖茶山合同书»及画押格式尚

如下所示:

　　业主宋显扬、宋良臣将喉咙塖一块塃茶山承包给梅花村吴展成,培修期限五十年,直到成

林.为使皆山林果永,永不受损失,业主将本山塆口从田坎边起让一块进身四丈、过间五尺地

基给吴展成作阳基,山权永永属业主所有,阳基永永属吴展成所有.恐日后无凭,特立契据存

照,永不反悔.
业主:宋显扬(画押)、宋良臣(画押)
承包主:吴展成(画押)
中人:潘光本(画押)、潘积德(画押)
执笔人:丁盛廉(画押)
公元一九八八戊辰年十月四日立

比对上述两份相隔４３２年在苗寨签署的契约文书可知,自明代契约文书传入清水江地区以后,
民众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书写格式尽管有变化和创新,但由此衍生和沉淀出来的“各具契纸”而耕

管田土的习惯,已成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种“插草为界”就能拥有整片山林、田土的所

有权习惯,常面临界限混乱、争端频发的严重问题,而以汉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书,白纸黑字,尽管作

伪的事例亦非少见,但在面临争端做呈堂证供时,较之既无时间概念、亦无四至分明的“草标”要清

晰得多.因此,生活在清水江地区的人们,所有权习惯也就在契约文书传入和明清王朝律法介入这

双管合力的作用下,转变为了“依契管业”的生活习惯.
综上所述,明初以降,随着明清王朝的不断拓殖和经营,清水江地区由“化外”之地逐渐成为“王

化”之区,在这一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均发生变动的新的地域里,卫所军士与其

他汉族移民不断涌入,不仅带来了契约文书,且与少数民族互动的过程中,把日常生活中利用契约

文书的习惯和观念传播给了他们.少数民族人群也在与汉族人群的不断交往中,积极主动地适应

契约文书营造的社会环境,利用契约文书保障自身的权益,逐渐丢弃“插草为界”的所有权习惯,并
且在契约文书书写格式中,努力地加入地域性、民族性的书写内容.这不仅丰富了明清时期契约文

书书写格式的研究内容,而且也使我们弄清了汉文字的传播及其生根方式与人们固有习惯的转变

为明清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内地化”与民族融合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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